美國嚴厲監禁政策的省思

一、目的

已開發國家１９９９年犯罪被害調查顯示：除了殺人犯罪人口率每１０萬人中有５.６人，３到５倍高於１７國的平均數外，美國整體被害風險與財產犯罪被害率僅略高於１７國平均數而已（Mauer, 2006）。就美國刑事司法史而言，十八世紀中葉設立機構化的監獄，除因社會與經濟急劇發展，需要場所安置犯罪者外，監禁是為了取代之前慘無人道、且有階級歧視的刑罰；監禁對象主要是死刑犯與重刑犯；監禁目的在於讓受刑人懺悔（penitence）
，因此，受刑人監禁期間，除了工作就是讀聖經（Friedman, 1993）。

然而，１９７０年代起，美國卻開始實施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監禁人犯的刑事政策。從１９７２年到２００４年，聯邦監獄受刑人數由１９６,０００升到１,４１０,０００，增加６倍；州監獄受刑人數由１３０,０００升到７１４,０００，增加５.４９倍（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of U.S., 2003, 2005）。２００４4年受刑人總共有兩百一十萬人，平均有十萬人口中有７２６人被關，比其他已開發國家平均高出５到１０倍（www.prisonstudies.org., 2005）；且因受刑人半數為黑人，而估計全國三分之ㄧ的年輕黑人受到刑事司法系統的控制（Mauer and Huling, 1995），更被抨擊具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此外，為了安置如潮水般湧來的受刑人，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間，美國聯邦與州政府平均每周蓋一座監獄（Mauer, 2006）。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究竟何種原因造成美國企圖以監禁解決複雜的犯罪問題？這個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發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後果？付出多少成本？對犯罪學的研究與刑事政策的制定，有何啟示？長達三十年嚴厲的監禁政策，無疑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實證機會，值得省思。

二、過程

（一）行前先上美國法務部、聯邦調查局、刑事司法相關資料庫，並研讀犯罪學相關理論，確定１９７０年代１９９０年代美國以嚴厲間進政策對付犯罪，不但無法真正改善犯罪，反而製造更多問題，值得研究。

（二）抵達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後，先與刑事司法學系系主任討論，確定選修刑事司法專題研究（三學分）、種族、性別與階級研究（三學分）、參訪警察單位、司法單位以及獄政單位（三學分）。

（三）研究期間開始蒐集資料，並與指導老師及同學考論（包括一位韓國同學），並開始撰寫本報告。

三、心得

（一）嚴厲監禁政策的崛起與影響

1、嚴厲監禁政策的崛起


嚴厲監禁政策的崛起，大致是三個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首先是犯罪矯治遇到瓶頸，並出現任意性與公平性的問題，鐘擺效應導致往相反方向調整；其次是１９６０年代起，美國社會劇烈變動、經濟快速惡化，犯罪大幅增加，特別是暴力與毒品犯罪；最後是施政者基於政治利益考慮，企圖以最快速的治標方法，解決複雜的犯罪問題。


（１）矯治無用論

在殖民地時代，美國監禁人犯的目的在於嚇阻。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演變為矯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充滿理想與希望，可謂矯治的黃金時代（Cullen and Gilbert,1982）。

然而，１９６０年代起，矯治理念開始受到嚴厲的挑戰與抨擊。左派強烈批評受刑人都是被壓迫的低階層人士，機構化強制矯治並無效果。自由派認為矯治必須出於自願才有作用（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1971）。他們開始與民權運動、追求司法公平的人士與組織串聯，主張要降低犯罪，應該改善經濟弱勢與政治邊緣者的地位，而不是矯治犯罪者。矯治理念主要配套措施不定期刑制，被認為審理過程充滿性別偏見與種族歧視，必須修正為定期刑制，以符合公平的要求（Mauer,2006）。

相對地，保守派為了反擊自由派反越戰的態度、最高法院對被告的保護、及為高犯罪率所苦，將犯罪問題操弄為最核心的政治議題。尼克森競選總統的口號「秩序與法律」，可謂濫觴。弔詭的是，保守派也批評不定期刑制提早釋放受刑人，矯治效果不彰，認為應該恢復定期刑制，並嚴厲處罰犯罪者（Mauer,2006）。１９７４年Robert Martinson發表矯治無用論（1974），翌年哈佛大學教授James Q. Wilson出版思考犯罪乙書，為終止矯治與不定期刑制，提供實證與理論方面最堅實的依據。

左右夾擊造成定期刑制。不同之處在於：自由派希望刑期短，保守派希望刑期長。這個制度的變革，表面上僅是長短之爭，實際上卻造成監獄人滿為患，最後竟也飽受批評，真是始料未及。

（２）犯罪事實　　

１９６０年代起，美國犯罪急速增加，到了１９８０年代，整體犯罪率增加２１５％，暴力犯罪增加２７１％（Mauer,2006），直到１９９０年代，才開始緩慢下降。歸納犯罪惡化的原因，大致為：警察設備與訓練更精良，取締更多犯罪（Beckett, 1997）；戰後嬰兒潮出生者到達１５-２４歲的犯罪年齡（Mauer,2006）；毒品氾濫：１９６０年代是海洛因，１９７０年代是古柯鹼，１９８０年代是快克古柯鹼（Mauer,2006）；人口結構急劇都市化，南部黑人與原住民大量遷往中西部與北部大都市。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間，五百萬黑人從南移居到北部，居住在市中心或貧民區
等等犯罪淵藪之地（Lemann, 1991）；戰後民權、人權運動、及反越戰示威興起，不同立場者嚴重對立；１９７３年石油禁運加深美國經濟的蕭條；汽車業與鋼鐵業跌入谷底（Mauer,2006）。１９６９年民意調查有８１％的人認為法律與秩序已經蕩然無存。多數人謠傳說黑人將要暴動、共產主義快要來臨、犯罪就在街頭（Beckett, 1997），導致政府開始緊縮福利與投資預算，將錢花在軍事與犯罪控制上（Mauer,2006）。


（３）施政作為

１９７０年代起，主政者開始以嚴厲的刑罰手段，對付日漸惡化的治安與犯罪。例如，紐約州於１９７３年通過洛克斐勒毒物法，限制認罪協商，強制對各種毒品犯定罪（Fagan,1997）。直到１９８０年雷根年擔任總統，嚴厲對付犯罪的政策，始正式定調（Baum,1996）。


雷根布希政府（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認為：在機會之國，個人應該解決自己的問題。施政作為重國防與治安而輕社會問題，強調所謂的大政府（Baum,1996）。對付犯罪的方法，為處罰犯罪者而非設法抑制打算犯罪者或矯治已經犯罪者（Mauer,2006）。為了擴大聯邦政府在刑事政策的發言權，接手處理毒品犯罪，發動「對毒品宣戰」。相關作為大致有：強化緝毒組織與裝備、大幅增加毒品犯罪的起訴率、全力對付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在大都市的快克古柯鹼、配合國會通過一系列的強制量刑法、成立聯邦量刑委員會，並於１９８７年頒布量刑指導綱要（Mauer,2006）、促使國會於１９８８年通過反毒品濫用法（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1989）。總言之，雷根政府以嚴刑峻罰處理有關公共健康與安全的議題，包括毒品、愛滋、色情、監獄等等，甚至主張說：為了公共安全需要更多監獄（Reynolds, 1988）。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３年間，聯邦政府花在就業與訓練計畫的經費幾乎被刪減一半，對付犯罪的經費則增加５２１％（Currie, 1998）。

鑑於犯罪率已經逐步下降，柯林頓競選總統時提出矯治處遇與嚴刑峻罰並重的刑事政策。擔任總統後，他開始推動改革，並注意刑事司法內的種族不平等問題（Mauer,2006）。法務部長說：在控制犯罪方面，產前照顧優於興建監獄，強烈顯示出預防傾向的刑事政策（Mauer,2006）；然而，１９９３年的期中選舉，數個主張强硬刑事政策的候選人當選州長，如率先實施三振法案的華盛頓州，加以媒體煽情報導與渲染犯罪問題，如１９９３年犯罪新聞為前年的兩倍、謀殺案報導多出三倍（Mauer,2006），導致柯林頓總統改變初衷，在強調矯治毒品犯罪與社區警政之際，同時實施各項嚴厲的刑事政策，包括支持死刑、驅逐同性戀、任用更多警察、實施三振法案、加緊控制槍枝、增加經費興建與維護監獄、維持聯邦強制量刑制、爭取國會通過六年三百億的預算，其中八十億用來蓋監獄、八十八億用於警政、十八億用於安置與監禁非法移民、七十億用於犯罪預防。這些作為又以最低刑期制最受批評（Mauer,2006）。雖然標榜處罰與預防並重，柯林頓實際的做法，無疑更加深刑事政策的嚴厲性，使得監獄體系更加膨脹。

小布希總統在六年州長任內執行１５２人死刑，為美國半世紀以來執行死刑最多的州長（Barrett, 1994）、興建國內最大型監獄系統、簽署輕微海洛因犯罪者的監禁法律（CNN, 2001）。擔任總統時因為犯罪率已經下降，打算賡續柯林頓想法採取預防與矯治措施解決犯罪問題。例如，提出四年三億的出獄人重建計畫（Mauer,2006）；唯關於家庭與受刑人再造的計畫或方案，七折八扣，實際上成效相當有限（Piven, 2004 ）；刑事政策仍舊採取嚴厲處罰犯罪者；在量刑與監禁上一如舊貫；在用人方面，任用或提名保守派或右派的檢察官、法官或聯邦法官；法務部及檢察總長介入或嚴格限制檢察官的起訴裁量，導致刑事司法系統更具處罰性，聯邦監獄受刑人增加幅度三倍於州監獄（Mauer,2006）。
２、嚴厲監禁政策的影響


嚴厲監禁政策造成全國大興監獄，受刑人大幅增加，這種結果被視為與刑事司法體系在執法、追訴、定罪與量刑方面，不公平對待少數或弱勢族群，特別是黑人，具有密切的關係。

（１）受刑人大幅增加

美國司法統計局資料顯示，２０００年州監獄總監禁人數為１,２０６,４００人，較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６７％。其中，毒品犯罪受刑人增加５４６％，公共秩序與其他犯罪受刑人增加３８８％，暴力犯罪受刑人增加１３９％，詳如表一。２０００年聯邦監獄總監禁人數為１３１,７３９人，較１９８５年增加３２０％。其中，毒品犯罪受刑人增加６８３％，公共秩序與其他犯罪受刑人增加２８１％，暴力犯罪受刑人增加７７％，詳如表二。

２０００年州與聯邦監獄受刑人數，合計為１,３３８,１３９人。其中，最多的是暴力犯罪受刑人，為６０２,８４０人，佔總受刑人數的４５％；次為財產犯罪受刑人，為２４８,６３５人，佔１８.５８％；再次為毒品犯罪受刑人，為３２５,３７６人，佔２４.３１％；最少者為公共秩序及其他犯罪受刑人，為１６１,３８８人，佔１２.０６％。

２０００年州與聯邦監獄受刑人較１９８５年，合計總增加人數為８５４,９６３人。就數量來說，增加最多的是暴力犯罪受刑人，為３４８,８７２人，佔總增加人數的４０.０３％；次為毒品犯罪受刑人，為２７６,９９４人，佔總增加人數的３２.３９％；再次為公共秩序及其他犯罪受刑人，為１２６,３６３人，佔１４.７７％，最少的是財產犯罪受刑人，為１０３,２４６人，佔總增加人數的１２.０７％。就幅度來說，增加最多的則是毒品犯罪，為６.７２倍；次為公共秩序及其他犯罪，為４.６倍；再次為暴力犯罪，為２.３７倍；最少的是財產犯罪，為１.７１倍。 

	犯罪類型
	監禁人數（1985）
	監禁人數（2000）（%）
	增加（1985-2000）
	單項增加百分比
	單項佔總數增加百分比

	總數

暴力犯罪

財產犯罪

毒品犯罪

公共秩序與其他
	451,812

246,200

140,100

38,900

26,200           
	1,206,400

589,100（48.8）

238,500（19.8）

251,100（20.8）

127,800（10.5）
	754,588

342,900

98,400

212,200

101,600
	167%

139%

70%

546%

388%
	100%

45%

13%

28%

14%


表一：州監禁人數的變化（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85, National Corrections Reporting Program, 2000）

	犯罪類型
	監禁人數（1985）
	監禁人數（2000）（%）
	增加（1985-2000）
	單項增加百分比
	單項佔總數增加百分比

	總數

暴力犯罪

財產犯罪

毒品犯罪

公共秩序與其他
	31,364

7,768

5,289

9,482

8,825           
	131,739

13,740（10.4）

10,135（7.6）

74,276（56.38）

33,588（25.4）
	100,375

5,972

4,846

64,794

24,763
	320%

77%

92%

683%

281%
	100%

6%

5%

65%

25%


表二：聯邦監禁人數的變化（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85, 2000）

（２）種族問題又上檯面

美國黑人佔全國總人口數的１３％，然而，２１世紀初全國受刑人中，幾乎一半是黑人，每天平均約有７％成年黑人被監禁在聯邦與州監獄（Mauer,2006）。Bonczar（2003）統計發現：終生一次被監禁的機會，黑人是３２％，拉丁裔美國人是１７％，白人則是６％。從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０年，黑白受刑人比率平均是７：１、黑人被監禁的機會七倍於白人、聯邦監獄女性黑人受刑人增加２６７％，高於全國平均的１５８％。１９８６－９１年間，州監獄黑人女性毒品受刑人增加８２８％（Mauer,2006）。

Blumstein（1993）調查１９７９年與１９９１年州監獄受刑人發現：除了毒品犯罪外，黑人高犯罪率導致高監禁率。就１９９１年黑人受刑人來說，７６％確實因犯罪被監禁，２４％則與種族偏見或其他因素有關。Crutchfield, Bridges與Pitchford等三人分析全國監禁資料發現：高黑人被逮捕率解釋８９.５％受刑人數的種族差異（Mauer,2006）。即使如此，黑人高犯罪率或高被逮捕率，依舊被認為與帶有嚴重種族偏見的反毒運動、犯罪定義、執法與司法，具有密切關係。

研究亦發現：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２年間，反毒運動係決定黑人被大量送進監獄的最重要政策（Mauer,2006）。聯邦調查局統計發現：１９８０年毒品犯罪被捕人數為５８１,０００人，２０００年為１,５７９,５６６人，大約增加三倍；然而，被害者調查卻顯示：１９７９年吸毒人口為１４.１％，１９９０年為６.７％，２０００年為６.３％，顯示出逐年下降的趨勢（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01）。此外，自陳報告顯示：使用快克海洛因者，２００２年黑人佔３５％，２００３年黑人佔４６％；然而，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間，聯邦監獄卻有高達８１％受刑人是黑人（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2002）。之前十年，聯邦監獄快克犯罪受刑人，黑人始終維持在８５％，比率明顯過高（Mauer,2006）。

    就心態來說，刑事政策制定者顯然將犯罪視為是黑人的問題（Chiricos, Welch and Gertz, 2004）。當黑人開始持有大麻時，訂頒嚴格法律加以處罰；而當校園流行大麻、白人開始大量吸食時，卻設法予以除罪化（Schlosser, 1994）。１９９０年，酒醉駕駛與毒品犯罪死亡人數相差不多，政策卻對前者從輕發落而對後者從嚴處罰，原因在於黑人較多吸毒者而白人較多酒駕者（Mauer,2006）。此外，在起訴前的協商階段，白人較黑人明顯佔有優勢，理由可能是檢察官不願優惠黑人被告或黑人比較不相信刑事司法制度（Mauer,2006）。Walker, Spohn與DeLene（1996）研究發現：在控制前科、性別與國籍的情況下，１９９０-９２年間紐約州嚴重犯罪的定罪量刑，種族因素影響力極微；但在財產犯罪與輕微不法犯罪方面，少數族群被告明顯容易被判有期徒刑並監禁。理由在於檢察官與法官有比較大的起訴量刑的裁量空間、白人被告比較有錢請律師打官司且有比較多可利用的資源、年輕黑人被告因為態度與性格的關係，相較於白人比較不容易被判緩刑、以及黑人被選為陪審的機會比白人低。最後，研究也發現中產階級的吸毒者，比較容易被轉向刑事司法體系外的機構處遇；少數族群與低收入家庭的吸毒者，比較容易被送入監獄。


就執法來說，警察比較容易也喜歡在黑人社區與市中心黑人活動街道取締毒品吸食、持有或交易者，卻不願或無法取締郊區白人販毒者，導致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下階層黑人毒品犯罪人數，由每１千人有１.５人增加到９人，增加幅度高達六倍（Lynch and Sabol,1994）。分析佛羅里達州Volusia 郡的資料亦發現：在高路公路上被攔檢者，７０％是佔全州有駕照人口５％的黑人與拉丁裔美國人（Harris, 1997）。美國法務部就全國統計資料則顯示：儘管黑人與白人被攔車比率一樣，因而被搜查比率，黑人高出白人三倍；被攔檢而搜出犯罪證據的比率，白人卻四倍於黑人（Durose, Schmitt and Langan, 2005）。

３、決定監禁人數的主要因素

跨國比較發現，除了較高的暴力犯罪外，刑事政策從嚴是美國監禁人數遠高於已開發國家的主因（Mauer,2006）。Blumstein與Beck（2005）回歸分析發現：就政策面來說，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１年期間，美國監禁人數急劇增加的原因，在於量刑政策過於嚴厲。其中，提高定罪率解釋增加的５３％，延長刑期解釋增加的４７％。Young and Brown（1993）也證實：定罪率與刑期長度決定國家監獄人數。

以毒品犯罪為例。司法統計局資料顯示：由於聯邦強制量刑制的實施，造成毒品犯罪者被判監禁的比例，從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２年增加４４７％；１９９０年毒品嫌疑人因無罪被開釋者，審理期間被留置在看守所的期間，平均為３０個月；被判有罪者，監禁服期期間為過去的兩倍，平均為６６個月（McDonald and Carlson, 1992）。低危害性的販毒者被判刑期，１９９２年平均為５１個月，遠長於１９８７年平均的１７個月。這些改變導致聯邦監獄毒品受刑人的比率，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５％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５％ （Mauer,2006）。在州方面，毒品犯罪平均刑期，從１９８５年的２０個月升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４個月，使得受刑人數增加４７８％；然而，同時期其他犯罪受刑人數，卻僅增加１１９％ （Mumola and Beck, 1997）。

   毒品犯罪的量刑，又以快克古柯鹼的爭議最大。就毒品的流行來說，１９６０年代為海洛因，１９７０年代為古柯鹼；較為平價的快克古柯鹼，則於１９８０年代廣受歡迎。為了有效抑制這股風潮，販賣五克快克古柯鹼與販賣五百克古柯鹼，強制量刑均為五年。雖然聯邦檢察官認為係因販賣才這麼長，美國量刑委員會卻認為：這類犯罪三分之二為低層次或輕微的街角交易或送貨（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2003）。１９９３年美國法務部出版的分析報告顯示：強制最低刑期制造成聯邦監獄服刑的毒犯，３６％為前科紀錄很少、缺乏暴力、或交易中擔任小角色的低層次犯罪者，這類受刑人佔聯邦監獄總受刑人數的２０％（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4）。１９９２年聯邦監獄受刑人半數為毒品販賣者，其中６２％為刑期超過三年的低層次、犯罪前科有限者（Harer, 1994）。１９９７年州監獄毒品犯罪受刑人共２１７,０００人，２５％未涉及暴力、槍枝或毒品以外的前科。事實上，屬於中高層次的毒品交易犯罪者僅有４％（Caulkins and Sevigny,2004）。

（二）解決犯罪問題本末倒置

就控制犯罪的系統或設計來說，刑事司法機關是在犯罪已然發生後才被動介入，屬於最後手段或系統的最後階段。捨棄治本的方法，而直接訴諸嚴厲的監禁政策以抑制犯罪，無疑是本末倒置，反而製造更多問題。

研究業已證實：高社經地位的黑人與白人，具有同樣低的殺人犯罪率（Hagan and Peterson, 1995）。在高度不利的環境或社區，如男性失業、家庭貧困等等，不管種族為何，犯罪率都相當高（Krivo and Peterson, 1996）。全國青年犯罪調查（NYS）也發現：經過犯罪高峰期的青少年黑人，如有機會或能力結婚、上大學、找到合適工作，多數會跟白人一樣，不再為非作歹（Mauer,2006）。密瓦基街頭販毒者的研究發現：多數幫派成員的生活態度相當傳統，對他們來說，販毒並非全職行業，而是正當收入減少時兼差的工作。儘管販毒所得較低技術工作高，當可以選擇時，他們寧願從事低收入的合法工作（Hagedorn, 1994）。華盛頓特區兼差販毒者多數認為販毒者地位僅高於皮條客，不值得羨慕或追求（Reuter, MacCoun and Murphy, 1990）。１９９０年代犯罪率下降，經濟復甦解釋力為３０％（Freeman and Rodgers, 1999），其他因素包括：快克市場萎縮
、年輕人目睹毒品與暴力犯罪對長輩的危害而遠離毒品、社區警政的推行等等，而與監禁並無明顯關係（Curtis, 1997）。
因此，解決犯罪問題，特別是毒品犯罪，主要是改善社會環境與經濟條件，尤其是犯罪者的謀生能力。除了惡性販毒者外，欲促使因為經濟壓力而販毒或兼差販毒者不再犯罪，改善社區環境與經濟狀況，提供更多的就業與教育機會，效果遠比監禁好。 

（三）反毒戰爭走火入魔

就兩極化刑事政策的立論，犯罪行為愈惡劣者，愈應該接受嚴厲的刑罰，監禁時間愈長；犯罪行為愈輕微者，愈應該轉向處遇，非必要不宜監禁。即使研究發現：強制量刑降低１３公斤海洛因，逮捕惡性重大販毒者降低２７公斤，擴大矯治處遇降低１００公斤交易量（Caulkins et al.,1997）；就抑制毒品犯罪來說，醫療或矯治模式效果不但遠優於監禁模式，成本亦較低（Mauer,2006）。

然而，反毒戰爭卻不分青紅皂白，將所有毒品犯罪者視為十惡不赦的惡徒，施以嚴厲的處罰與監禁，導致２０００州監禁毒品犯罪受刑人，較１９８５年增加５４６％；同一時期，聯邦監獄毒品犯罪受刑人，則增加６８３％。除此人數暴增之外，最受批評的是，受監禁者很多屬於惡性輕微者，監禁付出過高的社會成本。以１９９２年為例，聯邦監獄監禁的毒品販賣者，６２％屬於低層次且前科有限者，９,０００名這類犯罪者的刑期，從過去的１７個月變更為５１個月，額外服刑３４個月，估計需要經費五億一千五百萬美金（Mauer,2006）；１９９７年在州監獄服刑的２１７,０００名毒品犯罪者，僅有４％涉及中高層次的販毒行為（Caulkins and Sevigny,2004）。

（四）監禁政策的侷限性

除了漏斗效應，嚴厲監禁政策會因拘禁過多已經逐漸缺乏犯罪動機或喪失犯罪能力的受刑人，而付出過高的成本，降低投資報酬率。

就漏斗效應來說，不受刑事政策與犯罪定義影響的全國被害調查發現：有一半的犯罪被害並未報案（Mauer,2006）。研究顯示：即使最切身的暴力犯罪，亦僅有６０.８％案件可被警察知悉，２７.１％犯罪者被捕，５.８％被科以重刑，４.６％被監禁（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0; FBI, 2000）。大興監獄拘禁不到５％、甚至更低比率的犯罪者，豈能宣稱已經有效抑制犯罪。

聯邦調查局（2001）統計發現：犯罪被逮捕者的年紀，４１％集中在１５-２４歲。強盜搶奪與侵入竊盜犯罪年齡，最高峰在１８歲，至２３歲時降到一半；重大傷害則在２１歲，至40出頭降到一半。然而，就受刑人的年齡分布來看，１９９７年，州監獄受刑人平均年齡是３２歲，從１９９５到２００３年，監獄新增的受刑人５５％超過４０歲。１９９０年司法部的再犯調查發現：超過３２歲的犯罪者，再犯的可能性開始大幅下降；超過４５歲的出獄人，再度犯罪的機會，４０％低於１８-２４歲者（Langan and Levin, 2002）。因此，監禁愈多犯罪能力與動機逐漸喪失的受刑人，所付出的成本愈高，效益愈低，這似乎說明了何以２０００年後，花在監獄設備維護、薪資支出及矯治作為的經費，每年為５７０億美元、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３年間，聯邦政府花在刑事司法的經費增加５２１％，就業與訓練計畫經費被刪減幾近一半。

（五）監禁率與犯罪率的關係


犯罪學家Wolfgang, Foglio 與 Sellin 在費城的同生群研究，發現５１.９％的刑案，係由６％的慢性犯罪者所為。其中，殺人案件佔７１％，強制性交案件佔７３％，強盜搶奪案件佔８２％，傷害案件佔６９％，處罰或應報並不會終止他們犯罪（許春金，2003），這個發現為長期甚至終身監禁惡性累犯奠下基礎。因此，Spelman（2000）研究證明：美國暴力犯罪下降，四分之一歸功於監禁，四分之三則為其他因素。加州媒體與議員認為在未增建監獄的情況下，根據三振法案監禁最危險的重刑犯，已經有效降低加州過去十年的犯罪率等等（www.360degrees.org/dialogue/eresponse1.html），自不令人意外。
然而，暴力犯罪之外，研究證明嚴厲監禁並未能降低犯罪率（www.huppi.com/kangaroo/L-toughcrime.htm）。就比較觀點來說，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８年間，採取嚴厲監禁政策的州，監禁率平均增加７２％，犯罪率平均下降１３％；施行溫和監禁政策的州，監禁率平均增加３０％，犯罪率卻平均下降１７％（www.sentencingproject.org）。１９９０年代犯罪率下降，多數研究認為係因景氣擴張、毒品交易型態改變、以及採用更有效率的警政作為，與嚴厲監禁並無關 (Gainsborough and Mauer, 2000)。
監禁率與犯罪率的關係，涉及數個層面。首先，就全體國民來說，犯罪者相對少數，犯罪率或犯罪人口率計算方式，導致被逮捕或監禁人數即使大量減少，犯罪率下降可能也不明顯、或甚至輕微到民眾無法明顯感受。以我國的狀況來說，2000年受理刑案件數為422,835件，犯罪人數為181,624人，以當年人口年中數為22,184,530人計算，犯罪率為190.60，犯罪人口率為81.78，每位犯罪者平均犯下2.328件刑案（許春金，2003）。因此，想將犯罪率降到100，犯罪人數竟然必須大幅減少約82,323人；英國內政部研究亦顯示：監禁人數增加25 %，犯罪率只下降1 %
（Nuttall,1995），正好說明這個現象。

其次是取代效應，這又涉及犯罪市場飽和度、犯罪類型及進入門檻難易問題。根據凃爾幹的主張：特定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會產生一定數量的犯罪。當社會與經濟結構逐漸惡化，犯罪者就會逐漸增多，直到惡化狀況穩定，新的飽和形成為止。1960年代起，美國的社會與經濟狀況開始惡化，犯罪人數逐漸增加，監禁人數必然同步跟著增加，兩者處於虛假的共變關係。歸咎監禁造成犯罪人數增加，顯非持平之論。

就犯罪類型來說，故意殺人、強制性交、侵入竊盜
等等犯罪，或需要技術與勇氣，進入門檻比較高；或犯罪動機比較不受經濟與社會變動的影響 (Mauer, 2006)，延長甚至終身監禁這類犯罪者，特別是累犯，理論上應該能有效降低犯罪率，三振法案具有降低暴力犯罪的效果，支持這種推論。反之，諸如發生在街上的財產或毒品犯罪，因為進入門檻簡單，幾乎人人皆可勝任。只要景氣持續惡化，潛在的犯罪者就會不斷增加。在未達飽和前，每當犯罪者被逮捕，取代者很快就產生。勞力市場機會多寡對於犯罪影響的經濟分析發現：1980年代到1990年代，年輕市區男性工作機會降低、薪資減少、遭受不平等待遇等等，顯著增加他們犯罪的可能性（Freeman, 1997）。1980-2000間，美國各州全般刑案犯罪率降低31%，監禁人數增加308 %；暴力犯罪率下降15 %，監禁人數增加240 %；財產犯罪率下降32 %，監禁人數增加167 %；侵入竊盜犯罪率卻下降高達57 %，監禁人數僅增加121%，証明侵入竊盜犯罪具有比較高的門檻（FBI, 2000）。毒品犯罪另一特色，在於市場經常被勢力強大者控制。每當這些人被逮捕，取代者幾乎立刻產生。1960年代至1980年代，景氣低迷致很多無法謀生或收入不佳者，以販毒為業或兼差販毒，這個現象說明何以2000年聯邦監獄受刑人，毒品犯罪者增加最多且人數高達一半的原因（Mauer,2006）。

再次，如果被監禁者犯罪件數愈多，監禁導致犯罪率下降的效果就愈顯著。如果被監禁者都是Wolfgang等人所稱的慢性犯罪者，理論上最多甚至可以減少51.9 % 的案件（許春金，2003）。法務部統計學家Zedlewski（1987）以入監前一年受刑人平均觸犯237件刑案為基準，算出監禁一位犯罪者，可以節省納稅人約四十萬五千美元。這份報告雖因嚴厲刑事政策所監禁的犯罪者，很多都是吸毒者、前科很少、未使用暴力或為了糊口的輕微販毒者
、以及財產性犯罪者（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4），犯罪件數不可能多達兩百多件
，而被認為缺乏效度，卻也看出監禁惡性慣犯的效益。 

再者，只要新的犯罪者不斷產生，監禁所導致的犯罪率下降，通常會延到不再有取代者加入，才會看出效果。這或許是1984-1998間監禁人數持續增加，前七年犯罪率依舊增加，後七年犯罪率才減少的原因（Gainsborough and Mauer, 2000, p.4; www.sentencingproject.org）

最後，則是研究方法的問題。鑒於影響犯罪的原因，絶對不只監禁人犯多寡而已。因此，直接分析這兩類資料，頂多只能得到相關性，要宣稱得到因果關係，必須先提出理論，並進行假設驗證，才符合量化研究的典範。

（六）刑事政策充滿政治性

    民主政治以選票決定政治人物的前途與政黨起落；而民意走向又深受輿論左右。為了討好媒體與社會大眾，鞏固政黨或本身利益，政治人物施政作為或政策傾向短期見效者或易於施行者。雷根布希政府以嚴厲處罰的方式，對付毒品、愛滋、色情、犯罪等等關於公共健康與安全的議題、柯林頓總統鑒於1993年期中選舉、以及媒體的煽情或大幅報導犯罪問題，放棄犯罪矯治與預防的政見，重回處罰與監禁犯罪者的老政策，諸如此類，可謂不勝枚舉；等而下之者，甚至虛構或偽造資料，制定所想要或支持所執行的政策。1987年統計學家Zedlewski以偏差的資料，算出監禁一位犯罪者可以節省納稅人大約四十萬五千美元。法務部明知資料誇大不實，依舊拿來捍衛嚴厲監禁的正當性（Mauer,2006），就是最具體的範例。即使民間團體，也因意識形態作祟，情緒化支持所要的政策，最後反而釀成更大的災難。保守派與自由派因對立理由而推動廢止不定期刑，間接導致監獄人滿為患，殷鑒不遠。至於尋常百姓，往往認為社會充滿正義，而傾向以嚴厲政策抑制犯罪
。美國中產階級在意象上，認為犯罪者大多是住在市區的黑人，而贊成以嚴厲處罰解決日益增多的犯罪問題，正反映出這種心態。

由此可知，刑事政策的制定，不但受到外在情境與輿論的影響，抑且受限於推動或制定政策者本身的意欲、偏好或意識形態（引用破窗理論書本中的法國學者的見解），而充滿政治性與民粹性，難以完全進行理性的對話與辨證。

四、建議事項

（一）政策的制定與施行，不管是刑事或警政政策，影響程度都相當深遠，應該比照立法程序，依循一套專業與法定的程序，包括草案的提出、聽證的舉行、專家的意見、成果的評估等等，以期降低政治操弄、主官偏好、媒體煽動、民粹激情的影響。
（二）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對於惡性愈大的犯罪者，施以愈嚴厲的制裁；對於惡性愈輕微者，處以愈寬鬆的處遇。根據美國嚴厲監禁政策的經驗，具有可行性與正當性，我國似宜參酌採行。
（三）美國嚴厲監禁政策再次證明：解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道，還是在於健全社會環境、經濟條件、及家庭與學校教育。嚴刑峻罰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最後手段，非急切必要不應輕易動用，以免衍生更大的後遺症。

（四）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通常希望採行嚴厲的刑事政策，主政者為了順應民情與輿論，傾向於利用短期見效的方法，解決犯罪問題，固然無可厚非。然而，在提出短期治標的措施之際，亦應同時提出長期治本之道，並讓社會大眾清楚地認識：解決犯罪問題，不能單靠刑事司法人員；改善社會治安，無法全靠警察人員。

（五）除了惡性重大的販毒者外，對於煙毒犯的處遇，醫療模式優於監禁模式，改善社會或經濟條件先於嚴厲的處罰。
（六）我國外來的工作者、移民以及其家庭與子女，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刑事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必須注意並避免發生類似美國的種族或歧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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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亦可Penitentiary由譯成監獄或教誨師看出端倪。


� 給予犯罪學研究提供最佳場域與實證資料，導致犯罪學理論，諸如衝突理論、犯罪學芝加哥學派、社會解組、文化衝突等等，大量興起。


� 這可能也與經濟復甦、就業機會增加有關


� 如果經濟與社會條件不變，再增加25%的監禁人數，犯罪率就會成等比及數下降，而不會只有1 % 而已。


� 就本人九十四年間監獄訪談時，受訪的侵入竊盜表示：進入住宅偷竊遠比當街搶奪危險且壓力大。而隨著保全設備愈來愈精密、有警衛看守的集合式住宅愈來愈多，侵入竊盜難度愈來愈高。九十五年八至十二月訪問奧克拉荷馬市警察局時，接待人員也表示：因為保全設備愈來愈好、美國獨棟住宅格局，易使侵入竊盜犯在目標所在社區停車與走動時被鄰居發現或起懷疑、屋主可能擁有槍枝等等，同樣使得該是侵入竊盜犯罪率顯著下降）--同時期搶奪強盜販毒增加（102-3），產生所謂的轉移效果）。


� 密瓦基街頭販毒者的研究發現，幫派成員生活方式與經濟思想相當傳統。對多數成員來說，販毒並不是全職工作，而是正當工作收入減少時兼差的工作（182）。儘管販毒所得較低技術工作高，但當可以選擇時，他們寧願後者（182）。華盛頓特區毒販同樣游走在正常工作與兼職販毒之間（182）。他們並不羨慕收入較高的全職販毒者，因為後者的地位僅高於皮條克（183）。


� 以我國為例，2000年每位犯罪者，平均也不過犯下2.328件刑案而已（許春金，2003）。


� 台灣俗諺：「別人的孩子死不完。」就是這種心態。小布希即使聲望低落，高舉國家安全的大纛，依舊當選連任，就是善用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充滿正義的觀念。


� 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2006年底，我國外來移民高達七十五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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